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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洛阳铲，半部中国史。 ” 提起考古工作者，很

多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副手持洛阳铲，在野外、田间

探索寻觅的形象。

而在致力于科技考古的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馆

长刘乃涛眼中，如今的考古早已不再是“手铲释天书”

了。 近年来，随着各种“黑科技” 应用于考古工作，躬身

实验室，利用科技手段，从片瓦只砖的遗存中，找到深刻

的历史内涵，已成为新时代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写照。

逐渐清晰的历史细节，如涓涓细流汇入考古学研究

的汪洋大海。 在科技的赋能下，考古工作者不断拨开历

史迷雾，还原千年真实。

近日， 龙骨坡遗址考古发掘

项目中期评估会在重庆市巫山县

庙宇镇召开。 来自中国科学院和

北京大学的四位国内旧石器时代

考古与第四纪地质方向的权威专

家， 对 2023 年度巫山龙骨坡遗

址考古发掘项目阶段性成果进行

了评估， 并探讨了下一步发掘与

研究计划。

该遗址第五阶段考古发掘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启动， 由重庆

中国三峡博物馆主持。 本次发掘

获取了数量可观的石制品材料，

并留下了清晰的遗物地层、 三维

坐标、产状等信息，为后期的研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人类起

源与演化、 环境演变等问题提供

了重要印证。 发掘目标一方面是

发现更多的人类和古猿化石材

料， 寻找更多具有明确人工打制

痕迹的石制品材料， 并进一步解

决人类演化、洞穴成因、环境变化

等科学问题， 另一方面是梳理和

理清历年来发掘的地层序列。

龙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

县庙宇镇新城村，1985 年以来已

经历过四个阶段的考古发掘，出

土物包括人科化石、 石制品及多

种脊椎动物化石。 该遗址最新测

年结果为距今 250 万至 200 万

年前， 是目前欧亚大陆最早的古

人类遗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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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文物局日前

举行“考古中国” 重大项目重要

进展工作会， 通报了浙江杭州良

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遗址、 江苏常

州寺墩遗址、湖北沙洋城河遗址、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 4 项考

古最新进展。

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遗址

新发现初步廓清良渚遗址群经

历了利用山前地貌建设散点式

聚落， 到规划建造水利系统、莫

角山和反山， 再到构筑带有城

墙、外郭的良渚古城等三个发展

阶段，反映了良渚人群聚落管理

和城市营建理念、信仰体系不断

成熟的演进过程，显示出良渚文

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

要意义。

寺墩遗址是一处崧泽———良

渚文化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遗

址自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时期的

文化形态、聚落布局的变迁，生动

反映了太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

进程， 为讨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

发展模式提供了新视角。

城河遗址反映了屈家岭文化

人群通过建造一系列水利设施，

调控古城用水的水资源管理模

式， 展现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

先民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 王家

塝墓地多种形制的墓葬， 反映了

屈家岭文化社群结构的复杂性和

社会分化现象。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完

善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考古学文

化时空框架， 揭示了史前人群深

耕大陆、 开发利用海洋的文化特

征、生计模式、社会结构的演化历

程， 为探索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

提供了重要线索， 是中华文明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演进格局

的重要实证。

新华社电 12 月 10 日，来

自浙江省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

究院的消息， 新发现的宁波陈王

遗址出土遗存丰富， 其年代从河

姆渡文化四期延续到唐宋时期。

陈王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丁

风雅介绍， 该遗址位于宁波市奉

化区方桥街道陈王村南，2022 年

6 月被首次发现。 经国家文物局

和浙江省文物局批准，2023 年 2

月至 8 月，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

研究院联合多单位对该遗址进行

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据了解，遗址自上至下分为 6

个层位，清理遗迹现象 77 处，出土

小件标本 600余件。出土遗存年代

由早至晚分别为河姆渡文化四期、

良渚文化、战国时期、汉六朝、唐宋

时期，以史前时期遗存为主。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陈王遗址出土遗

存丰富，时代特征明确，是奉化江

流域发现的又一处典型平原低地

聚落址。 该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

对构建区域文化发展脉络和研究

聚落变迁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龙骨坡遗址———

发掘再获大量石制品材料

■科技“重燃” 千年炉影

“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

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炼铁炉最多

的一处遗址群， 发掘中所揭示的炉型结

构，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冶铁高炉的炉型

结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 这是

201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时，

评委们对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考古发

掘给出的高度评价。

5 处矿山、4 处冶炼遗址、3 处居住及

作坊遗址， 复现了一个深埋地下千余年

的辽南京“钢铁基地” 。 人们在惊叹于这

些考古成果的同时， 却不知道在一步步

揭秘这座辽代“首钢” 的过程中，考古工

作者综合运用了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科

技测绘、流体力学、现代科学分析技术、

地质学等众多学科的先进技术。“它是迄

今北京地区运用学科研究介入最多的一

个项目， 也堪称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一

个缩影。 ” 作为该考古项目领队的刘乃涛

这样总结。

2006 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延庆

区文保工作者范学新在大庄科乡水泉沟

村考察时， 听到村民议论，“村里有很多

‘窑’ ” 。 他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些遗址大

概有七八处，其中有个窑的高度达到 2.45

米，呈圆筒状，石质的炉壁非常坚硬，“怎

么看也觉得不是陶窑。” 多方查阅资料后，

他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则短文，认

为这些是明代遗存的冶铁炉。

短短几百字的小文章，却引起了考古

界的大震动，开启了后来大庄科辽代冶铁

遗址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篇” 。

“到达水泉沟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

片寒烟衰草的荒凉景象。” 而“宝藏” 正在

荒草覆盖之下。 刘乃涛介绍，考古工作者

在此发现了众多遗迹———冶铁竖炉，炒钢

炉，开采矿石的矿洞，烧制木炭的炭窑，房

子、火炕等居住生活遗址，板瓦、瓦当、青

砖等建筑构件……“刚接触时，有人说这

是砖窑，也有人说这是修长城锻造铁器的

高炉。” 由于没有相关文字记载，这些冶炼

遗址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成了考古工作者

首先要破解的谜题。

“炉渣中的某些元素或某些特定的显

微组织或可给出线索。” 于是，考古团队通

过科技手段，运用电子显微镜、能谱仪对

采集到的炉渣中的金属夹杂物、 炉渣成

分、显微组织，进行了检测分析。

检测结果显示：炉渣内未发现铜、铅、

锡、锌、银元素及其金属颗粒的存在。 “这

样就排除了炼铜、炼铅、炼锡、炼锌、炼银

等有色金属的可能。 ” 但其中残留的铁颗

粒较多， 占分析样品总量的 80%以上；同

时，无论是否发现了金属铁颗粒，这些遗

存的炉渣在化学成分、性质、显微结构方

面基本相同。“由此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

炼铁遗址。 ” 刘乃涛说。

进一步的分析测试显示，炉渣类型为

硅钙镁系，渣基体主要特征为玻璃态硅酸

盐，夹杂有圆滴状铁颗粒。“这是生铁组织

的特征。” 通过先进的实验室科技手段，考

古工作者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地进一步揭

秘出大庄科遗址的重要身份信息：这是一

处生铁冶炼遗址。

解决了遗址性质的问题，接下来就是

给遗址断代了。

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地表采集到了瓷

片、陶片等遗物。 其中，瓷片以白釉瓷为

主，“形制特征与北京地区常见的辽代瓷

片一致。 ” 为进一步确认遗址的“年龄” ，

考古人员又对炉渣中采集的木炭样品进

行了碳 14 测年。 “根据加速器质谱仪测

年结果，样品年代区间位于唐末至辽代。”

这些科技检测信息，进一步佐证了考古人

员“遗址年代为辽代” 的猜想。

中国古代生铁冶炼及生铁制钢技术

是世界公认的重大发明创造。 但此前，学

术界仍有许多研究空白有待填补。 冶铁作

坊呈怎样的聚落形态？ 冶铁生产又是如何

组织管理的？ 随着时光远去，这些问题的

答案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为最大限度地复原冶炼社会结构，几

年时间里，考古工作者跑遍了大庄科的各

个区域。 大庄科矿冶遗址位于燕山腹地，

山区地形复杂，遗址分布面积广、遗迹分

散。 针对遗址的特点，考古团队运用了全

站仪测量、实时动态测量技术（RTK）、航

空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测量、考古遗

址的三维虚拟复原等信息获取技术，全面

记录考古遗址、发掘现场、出土遗物的三

维信息，为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等

工作提供支持。

测绘结果显示，水泉沟冶铁遗址的选

址非常典型：遗址中的 4 座冶铁炉沿着台

地边沿排布， 前面有出铁场所， 背后有布

料、整粒台地。 台地逐级分布，高度级差与

炉体高度相适应，适合上料等冶炼操作。前

临溪水，取水便利。 冶铁场两侧有小路，连

通了河边、台地与背后的大路，便于运输。

矿山周边地形切割较为严重，地表径

流排水较好，水流通畅，乡域水资源丰富。

怀九河环绕于榆木沟、莲花山、香屯、东三

岔、东王庄、汉家川、水泉沟等矿冶遗址周

围，铁炉河环绕于慈母川、铁炉村等矿冶

遗址周围。 丰富的水资源不仅方便矿石的

运输，同时对于冶炼过程中的用水以及矿

冶管理机构、冶炼工匠的饮用水源提供了

保障。

冶炼炉火光摇曳， 鼓风箱抽拉繁忙，

匠人们夜以继日炼钢打铁……一幅早已

远去的辽代冶铁图景，在考古工作者不辞

劳苦的探索与先进科技的“加持” 下，真

实地“复活” 在现代人面前，甚至每个细

节都鲜活而生动。

■“慧眼” 看清褪色壁画

2011 年，为配合北京文化硅谷建设，

文物工作者在位于房山区长沟镇的项目

工地开展考古勘探，发现了一座大型唐代

墓葬———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墓，这也是北

京地区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墓葬之一。 随

后，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6 月， 北京市

文物局派出考古团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刘济墓规模巨大、形制特殊，出土文

物精美、壁画数量众多。 特别是其中发掘

出的两块墓志， 不仅证实了墓主人的身

份，还勘正了唐代的部分史料，具有极高

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刘乃涛透露：在

刘济墓的发掘过程中，现代科技手段同样

功不可没，对文物遗存进行的测试、分析

和鉴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墓主人和夫人的墓志，分别平放于

墓葬前甬道的南北两侧，都盖有志盖。” 刘

乃涛介绍，两合墓志的志盖上分别镌刻着

“唐故幽州卢龙节度观察等使中书令赠太

师刘公墓志之铭”“唐故蓟国太夫人赠燕

国太夫人清河张夫人祔志铭” ， 彰示了墓

主人及其夫人的身份。 “特别是刘济夫人

的墓志盖，彩绘、描金、浮雕等艺术元素俱

全，可谓精美绝伦。 ”

但要揭开更多尘封的往事，就需要把墓

志盖打开，从墓志的“正文”中找到答案。

“刘济墓是一座距今超过 1200 年的

古墓。 虽然墓志整体看上去保存十分完

好，但年深日久，谁也不能保证墓志及墓

志盖内部没有不易发觉的细碎裂纹。 ” 为

了更好地对墓志进行保护，防止在起吊过

程中造成破坏，考古团队采用了超声波探

伤技术，对墓志进行了探伤分析。

“其基本原理是在墓志中激发出一定

频率的超声波，以一定路线在墓志内部传

播并通过仪器接收，通过分析研究所接收

的信号，来了解墓志内部的力学特性和缺

陷分布情况。” 刘乃涛解释，通过对墓志进

行超声波无损探伤，考古工作者可以确定

墓志内部的缺陷和缺陷的大致范围，快速

标示出相关的详细信息。

这为墓志盖的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超声波无损定量探测得到的墓志缺

陷、损坏数据，我们制定了加固、补强处理

措施，有效预防了墓志在吊运过程中发生

解体的可能性。 ” 在超声波探伤技术的

“加持” 下，两合墓志被完好无损地吊运

到预定地点，并成功“揭盖” 以供深入研

究，解答更多的历史谜题。

除了墓志外，墓室墙壁上绘制的大量

精美壁画， 也是刘济墓发掘的重要成果。

然而由于损毁严重，这些壁画已经漫漶不

清。“壁画是历史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其

中包含着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众多重

要的历史信息。 而剥落、褪色的画面，让这

些重要的历史信息难以被肉眼识别。 ” 刘

乃涛和同事们很快意识到，通过传统的壁

画调查方法，难以从刘济墓的壁画上获取

最基本的颜色、技法等信息。

“徒手” 办不到的事，就需要借助科

技来实现，考古工作者首先想到的是一种

最新的技术手段———高光谱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在提取色彩信息时，

增加人类肉眼不可见的光谱波段，来帮助

人们‘看清楚’ 。 ” 刘乃涛解释，高光谱技

术具有非常广阔的波谱覆盖范围，可获取

丰富全面的壁画影像信息，为壁画中每个

信息像元提供一条连续的光谱曲线。 在不

用触碰画面的情况下，为提取和分析损毁

壁画中的“隐藏信息” 提供依据。

歌舞、宴饮、游乐……在高光谱技术

的一双“慧眼” 下，唐代北京地区贵族的

日常生活、精神追求、娱乐方式，从模糊的

壁画中逐渐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眼前。

除此之外， 刘济墓还出土了许多玉

器、玻璃器，考古工作者也利用科技手段

对其进行了成分分析。 比如，经检测，出

土玻璃器分为高铅玻璃、钠钙玻璃两种。

“我们对其中两件钠钙玻璃珠的化学成

分进行了比较，推测玻璃应来自大食国，

即阿拉伯帝国。 ” 刘乃涛说，这体现了唐

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丝绸之路上中外贸

易的繁荣。

当然，也有一些“千古疑题” 是采用

现有的科技手段也没能解答的， 比如，刘

济的真实死因到底是什么。

《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刘济之子

刘总性情残暴，为继承节度使职位，将父

亲刘济毒死。 而根据出土墓志内容，刘济

“寝疾薨于莫州之廨舍” ， 也就是病故于

工作岗位。 两种说法有着很大的出入。

为验证刘济的真实死因，考古工作者

对刘济的尸骨进行了科学检测。 “遗憾的

是， 经过 1200 多年的埋藏， 重要的 ‘证

据’ 已经湮灭在时间长河里，检测也无法

辨别出他的真实死因。 ”

现代科技的不能，也为刘济墓的考古

留下引人遐想的悬念。

■解开一粒米的“身世”

2019 年，建设中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

馆西侧的一座小楼里，北京科技考古实验

室正式成立了。 而事实上，在宣布揭牌之

前，这座融古于新、以新探古的实验室，已

筹备多年。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有过去

难以解决的疑难、难以探索的谜题，逐渐

找到了答案，这让考古工作者看到了未来

的更多可能性。” 刘乃涛说，科技考古实验

室的成立， 顺应了考古学科的发展潮流。

“它是为服务整个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而

建设的，同时也能通过京津冀协同的学科

合作，为三地乃至全国解决科技考古相关

的难题。 ”

筹备阶段，牵头建设实验室的刘乃涛

与相关专家多次会商探讨，最终将研究方

向聚焦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最为急需的功

能与科目上， 决定率先建设陶瓷考古、冶

金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

五大实验室，X 射线荧光光谱仪、X 射线

衍射仪、激光共聚焦拉曼光谱仪、热膨胀

仪、全自动粒度分析仪等一批先进的仪器

设备也装配起来。

确定了方向，刘乃涛便马不停蹄开始

了“招兵买马” 。 实验室注重加强科技考

古学术团队建设，科研人员的学科背景不

再局限于考古、文博、历史相关的专业，陶

瓷、冶金、植物学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也被

纳入考古队伍之中。

站在新的高度、利用新的手段，回望历

史的考古工作，也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视角。

刘乃涛以近年来颇有进展的植物考古

研究举例： 科技考古实验室对大兴旧宫遗

址获得的一批西周时期及金元时期的炭化

植物遗存进行了检测和分析。 包括粟、黍、

小麦、 大豆 4 种农作物炭化籽粒， 以及狗

尾草、野黍等 10 余种非农作物遗存。 分析

结果显示：西周时期，粟、黍两种小米是当

地居民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 其中粟占有

绝对优势。 金元时期，小麦“异军突起” ，

已经赶超粟、黍，成为当时重要的农作物。

在对琉璃河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发现

的粟、黍、小麦、大豆、大麦 5 种农作物进

行实验室检测分析后， 考古工作者发现：

西周时期，琉璃河居民过着以粟、黍为代

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生活。 其中粟占据主

体，小麦、大麦等麦类作物成为重要的辅

助性农作物资源，其传入及栽培的普及度

似乎冲击到了大豆的利用。

“房山琉璃河遗址和大兴旧宫遗址的

植物遗存，是北京地区经过系统植物考古

工作获得的一批重要炭化植物遗存。 通过

对这批实物资料检测分析，我们能够比较

详细地了解到西周及金元时期北京地区

的农业生产状况及特点。 ” 刘乃涛告诉记

者：北京地区在西周和金元时期实行着多

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以粟、黍、小麦、大麦

4 种谷物为主，大豆类作物为辅，呈现出较

为完善的农业生产结构。

“近年来，科技手段促成植物考古研

究不断向前推进，同时也为探讨北京地区

不同年代的聚落和城市的早期经济模式、

发展过程及其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

料。” 刘乃涛说，为考古研究插上现代科技

的“翅膀” ，让更多的文明细节从尘封的

历史中清晰、全面地呈现出来，这正是科

技考古的重要意义所在。

孙乐琪 刘扬 文 / 图

国家文物局———

通报四项考古最新进展

浙江宁波陈王遗址———

出土遗存从史前延续至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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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王遗址发掘现场。

此次出土的部分石制品材料。

刘乃涛在大兴旧宫遗址发掘现场。

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发掘现场。


